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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即人化，文化与人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文化与文化是一种从属关系，人创造

法律文化。中西方由于地理环境、人文、经济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方法律文化中关于人的本质、

人性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类型及其思维方式和社会特点。中西方对

人性的不同认识，导致古代中西方不同的人治与法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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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create culture, culture is humanized, culture and people have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legal culture and culture is a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people create legal culture. Due to the dif-
ferences i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umanity, economic model and other aspect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culture also has differences in human nature, human value orientation and oth-
er aspects, thus forming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types, ways of thinking and social characteris-
tics.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ads to different trends 
of human rule and rule of law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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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性，也称人的本性或本质属性，指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所独具的内在特质与性状，有学者界定说人

性就是人人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不学而能的[1]。法律在法理学的解释中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

来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基本规则体系，所以法律与人密不可分，法律制定者对于人性的不同观点会孕

育出不同的法律文化。中西方法律的起源和发展轨迹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仅从表面和浅层次的现象来

探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不足够的。为了真正理解这种差异，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各自文化的起源

和价值取向。 

2.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差异之根本原因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无道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来源应当从地理、人文、社会结构、

经济思想等多方面来谈，但最根源的差异应当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可以说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导

致人出现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人文、社会结构、经济以及不同的价值取向等。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仰赖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人们的生存发展与自然

息息相关。而土地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属性，这也导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成。在此过程中，人

类不断繁衍，围绕土地组成了家庭，从而形成以血缘、亲情关系作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关系

中，个人缺乏应有的独立人格，主体意识淡泊，亲亲、尊尊观念强烈。所以家庭、家族是国家和社会

的根基，国家不断强化家族、家庭对个人的控制作用，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宗法家长制度，进而形成了

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家族，最后是国家(皇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即显示出中国古代强大的家族本位观念。这种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伦理的高度

重视。 
反观西方是海洋文明，西方人类发展的源头是希腊，希腊半岛因地形所限，不适合种植，也就不适

合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紧张的。生存是人类的头等大事，故西方人类只能通过

交换获得粮食，工商业和航海业也因此快速发展。这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

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以体现人的权利、人的理性、人的价值的法律规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故

而产生了契约精神，“平等”、“自由”、“权利”的价值观念。 
不同的地理环境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差异，进而影响了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地理环境的影响使

得人与人、人与家、家与国的联系密切，故而传统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
的集团本位道路，它的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表现为一种义务本位。反观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

从氏族→个人→上帝(氏族)→个人的道路，它的特点是日益个人本位化，实现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变

迁[2]。因此，中国法律相对封闭，而西方法律则更加开放。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也导致中西

方对于人的本质认识的倾向上有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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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西方关于人性论认识之差异 

3.1. 中国关于人性的性善论 

中国人性论始于殷周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兼善恶论、性无善

恶论，但《三字经》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人的天性是向善的，

坏人都是后天变坏的，故而人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达到持续向善的目的[3]。同时，古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主要基于对人与动物之间差异的观察，他们认为人类之所以独特，在于我们具备道德观念。这种道德感

使我们超越了普通动物，成为万物之首。孟子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具备人性，且这种人性是善

的，他通过“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话，将之对人性善的乐观态度推到了极致。人性不仅为人类社会集

体生活提供了基石，还是政治家们推行其政治理念的基础。 
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历来主张人性本恶，但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是儒家思想。法家亦

强调统治者应具备善性。若统治者品德高尚，且能不断提升自身道德修养，那么在统治国家的过程中，

结合教化手段，便可以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对于民众，法家认为他们是愚昧的，其本性趋于恶。因

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对民众的管理需要严厉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同时，也应适度地融入礼仪教

化，以达到国家的和谐与安宁。故而法家也是寄希望于增强人性的善以安天下。 

3.2. 西方关于人性的性恶论 

在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中，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并不像中国文化那样重人伦色彩，而更多的是带有一种

理性成分，体现出浓厚的悲观色彩，故而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观点是人性恶理论。 
宗教之于西方文化，就如水之于鱼。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尤为显著。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理念便是

原罪说，它反映了性恶论的观点。依据此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上帝的意愿，私自结合，从

而犯下了“原罪”。因此，自他们以来的所有人类子孙，自出生之刻起便背负着沉重的罪恶。为了得到

全能全知的上帝的救赎，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悔过的心态，并遵守各种禁忌或戒律。否则，人的灵魂将无

法升入天堂，而只能沉沦于地狱。 
西方近代的思想家们也受着西方文化的诸多影响，但更多地是从自然本性的角度来理解人性，即出

于自然本性而趋利避害有可能滥用自由权利，所以在探讨人性的时候总是透露出悲观主义。亚里士多德

在承认人具有理性的同时，指出了人性中包含着的动物性[4]。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

阐述了“自然状态”的概念，他描绘这一状态为人类之间持续的战争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构成了潜

在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同狼与狼之间的争斗。马基雅维里则进一步指出，

“人总是从一个欲望走向另一个：首先寻求自我的保护，然后就要去攻击别人”[3]。总的来说，人的本

性使他们总是渴望得到更多，但往往难以满足，这导致了欲望总是超过满足欲望的能力。因此，人们对

于已经拥有的东西总是感到不满，甚至对自己也感到不满。 
虽然西方近代思想家对人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们普遍认为人性本恶。也就是说，人的自然本性

就是趋利避害，因此有可能滥用权力。这种本性无法仅通过个人的道德自律来抑制，而必须依赖完善的

制度来最小化权力滥用的风险。 

4. 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下人治与法治之博弈 

西方人性论是以认知为宗旨，而中国人性论以道德和信仰实践为主[5]。故而产生了根据中西方对于

人性本质的不同认识，自然也产生了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简而言之，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应体现在

人治和法治的博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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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下的人治 

在中国古代，国为家的放大，忠为孝的延伸。如同家族里父权地位的绝对性，皇权之于国家也有着

至上的地位，同时皇权还被赋予了神性，“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皇帝贵为天子，传达上天的指

示，王命效力高于法律。故而形成了“极具正当性的”人治统治。法律绝对地维护“皇权”，《唐律疏

议》称：“五刑之中，十恶尤切。”而“十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以及“大不敬”，

都是直接侵犯王权的行为[6]。 
古代法律的首要任务虽为维护皇权，但在道德层面对皇帝也有一定要求，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治的一

大体现——内圣外王。强调统治者的贤能，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德主刑辅、先德后刑、理法结合的正

统法律思想，经过新儒学代表人物董仲舒及其追随者的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并对整个封建王

朝的法律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儒家化、伦理化，法律演变成为以宗法伦理为立法核

心的等级伦理法，法律应符合“天情人理”，因此立法应尽量遵循“法顺人情”、“引礼入律”的原则，

这也导致“三纲五常”一类的宗法伦理亲情关系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义务。法律与礼制紧密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礼法合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礼的缺失被视为犯罪的根本原因，而刑罚则被视为维

护礼制尊严的必要手段。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强调了尊尊、亲情、长长以及男

女有别的价值观，这种法律制度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道德教化作为主导，注重个体的人格培养，期望通过培育出众多具有高尚品德

的“君子”，实现“贤人治国”的理念，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人治中的道德色彩，使得中国

古代对统治有着更高一层的要求和追求。儒家化的人治下，人们能生活在积极向善的社会环境中固然是

幸福的，但人性之中的幽暗并没有被屏蔽，且人人向善的理想状态难以达到，所以导致了集权、人治等

传统的根深蒂固。 

4.2. 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下的法治 

正是由于性恶论，导致西方社会非常强调法律的统治，典型表现就是政府设立的方式——契约。古

希腊时期，柏拉图曾设想过寄希望于“哲学王”的统治，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人治，把城邦的建设和治理

寄托于人的身上，但现实很残酷，西方的土壤没有孕育出家族本位的观念，经过实践的检验，他重新主

张了“第二好的国家”，即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也曾提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启蒙时期，

古典自然法学家普遍肯定人性之恶，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证了法治。西方社会对人性本恶的基本判断，

导致了他们在制度设计上采取对权力者不信任，这也导致他们非常重视或信任“法律的统治”，法律在

社会治理方式中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孟德斯鸠设计了三权分立的制衡方案来防止统治者腐

化、贪欲、实施暴政、滥用权利，从而更好地实行法律的统治。 
总而言之，西方社会在进行国家公共治理的制度设计时，无不透露着对人性的不信任，它虽然没有

把每个人都看作“君子”，也不像休模那样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但是，却直接造就了当今西方社会法

治的蔚然大观。 

5. 启示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强调，法律和语言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表达方式。在他看来，每个时代的民族或

民众的法律只是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静态反映，这种演变是持续不断的。法律集中体现了特定民族的

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以及普遍意识和观念。中国的治理方式，可以被称为道德治理和人格治理，它

与中医相似，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理性思维。相比之下，西方的治理方式更侧重于知识治理和信仰治

理。法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法治是以智慧为源泉的知识治理，它与西医相似，同样体现了西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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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精神[7]。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去比较两种统治方式的好与坏，因为适用的文化、环境、社会条件不

同，无从比较。万事万物有其发展规律，故而我们绝不可能将西方那套法治完全照搬运用到中国的国家

治理之中，一定会有“水土不服”。 
对于人性，笔者认为善恶都是人的本性，人是复杂的动物，没有本性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但人性有

一点是共通的，即追求和谐，因为要追求和谐，从而产生了国家。正是人性的多面，所以我们就不能单

一套用中国或者西方过去那一套国家治理理论，当人性恶的一面显露出来，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对此进

行预防和矫正，充分利用人性善的一面，使法律矫枉更富可能性。我们需要吸取中华法律文明的精华，

以史为鉴，同时也要接纳西方的优秀法治观念，让其更好地服务中国法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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